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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即在1912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很快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热”。那么为什么会在民国初年兴起这场“产业革
命热”的呢？其与辛亥革命有何关系？其结果如何？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作引
玉之砖，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一贯的夙愿。早在1894年孙中山
上书李鸿章时，就提出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步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就是要兴办新式学堂，发展教育，使广
大知识分子学有所用，任使得法，各尽其能；兴办新式农业，改进耕作技术，发展农业科学，使“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兴办新式
工业，改进工业技术，有机器制造百货，使“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制造精细，日用百货日趋丰富；同时兴办新式交通运输，建设铁路公路，
废除一切关卡厘金，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孙中山指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只有做到人尽其才，就能“百事兴”，地
尽其利，就“民食足”，物尽其用，就能“材力丰”，货畅其流，“则财源裕”[1](P.8-16)。然而，清朝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
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州人谄媚行贿，藉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诈搜刮”，[2](P.59)对孙中山这一片拳拳的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
强国方略根本不理，致使他的这篇上书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而且，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自强救亡”运动。自1895年日本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后，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
势力的均衡，其他各国便接踵而起，纷纷在中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频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西方
列强的加强侵略，清朝政府不但不思振作，顺应广大爱国士绅变法自强的请示，实行变法维新，反而固步自封，胡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予家
奴”，推翻新政，“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3](P.113)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深化。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
阶级革命派便奋起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而“振兴中华”“自强救亡”，就必须发展经济实业，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空喊口号，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空言无补。在近代历次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屡屡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贫穷落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
欲求富强，就必须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就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其革命的历史使命，奋斗的
宏伟目标，在四处奔走，组织发动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宣传革命以后的经济实业建设，不断向人们展示未来国家富强、繁荣兴盛的美好前景，指
出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必将革除清朝的一切弊政，“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4](P.297)“一旦我们
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5](P.63)  

  虽然孙中山和广大革命派志士们把他们未来的经济建设冠之以“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称谓，但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辞
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说：“夫吾人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
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6](P.338-339)接着，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一次欢迎会上也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
业不能救贫。仆把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后来他还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7](P.802)
孙中山之所以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发展以后，资本高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上，垄断广大民众的生
计，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8](P.228)，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产生新的社会危机。而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
目标则是始终如一的。1911年11月下旬，当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以后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集会，准备筹建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全国的革命运动
时，立即从法国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赞同，希望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巩固国基”，然后把重心转移到实业建设方面来，说“此后社会
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9](P.547)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尽管各政府机构制度很不健全，南北还处于对峙之中，大局未定，他仍然积极筹备实业建设，在短短
的二三个月中，即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华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废除清代的各种苛捐杂税等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方针政
策，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便将一切
政治交给袁世凯，自己则“专心致志，办理实业”，[10](P.441)奔走南北，宣传实业建设。1912年4月初，他在南京与同盟会员的饯别宴会上即
动员广大的革命党人积极投入实业建设，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
成，措施自由”，[11](P.322)正是大展宏途，积极开展实业建设的大好时机。随后他又在安徽都督府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针对当时全国到处
是一片饥馑哀鸿，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时说：“诸位同胞要知革了命，不能就算事业完了，大家就可享幸福”，指出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当官享
福，是为了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要使“全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这就要发展实业，“办理铁路、开矿、工商、农林诸伟大
事业。”[12](P.532-533)不久他被袁世凯委以“督办全国铁路”，从此他便以铁路建设为依藉，宣布“脱离政界关系”，全身心地投入铁路等
建设事业，深入各地考察铁路建设事宜，以建造10万英里的铁路为己任。  

  于是，在孙中山的积极鼓动号召下，广大革命党人除柳亚子、戴天仇、河海鸣等激烈派人士继续在宣传鼓动反袁斗争外，其他大都深信“破
坏已终，建设方始”，[13](P.978-979)把建设看成和革命一样，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天职”，纷纷投入实业建设。黄兴发起成立了拓殖协
会，编纂书报，拟定计划，准备开发西北边疆。他还担任了“督办川粤汉铁路”，投身于铁路建设事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建设之道，不可
无学”，[14](P.979)便出国留学，学习科学技术，以备将来回国更好地从事实业建设。他们一个个都胸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政治革命，丕
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坚信“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
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而且他们认为：“欲事建设，须萃人才，抑不有团体，亦无以厚其势力”，[15](P.861-8
62)纷纷成立各实业团体。于是，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国实业团、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黑龙江实业协会、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
等等，各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有的如全国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竞相报名入会，会员竟多达20余万人，在许
多省份设立了支部或分会。各实业团体还纷纷举行集会，组织演说，发表宣言，号召兴办实业。于是在广大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和参与下，全国
很快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热”。  

                                                                    二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仅直接发起了这场“产业革命”，而且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把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也为
这场“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首先是推翻了清潮，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虽然清初也采取了
一些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而且也出现过“康、乾盛世”，那也只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恢复，很难说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多大的
发展。尤其是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限制对外通商，只能加强其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很难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近代，虽然在
西方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深闭固拒，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把西方思
想文化的传播说成是“以夷变夏”，在新的世界局势面前，“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严厉地镇压了戊戌维新运动，
“把那些维新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16](P.113)辛亥革命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政府，虽然没有引起农村的大变动，
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也使农村的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失去了封建上层建筑的保
护。  

  辛亥革命最后被袁世凯攫取了胜利成果，建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但是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仍然拥有相当的势力，有七
八个省的地盘，十几万军队。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十分高涨，人们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昂。面对全国如此日益高涨的革命新形势，袁世凯也不敢冒然
建立清一色的北洋军阀官僚统治，而是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点缀。当时袁世凯为了控制政权，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对于权力要害
部门如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从不放手，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对于农林、工商、司法、教育等非权力要害部门则留给了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所以民国初年这四部一直由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张謇、梁启超、刘揆一、范源廉等人担任。而这些部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其工作也正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的长外，他们便利用自己直接主管这些部门工作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努力推动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法制法规。如蔡元培、范源廉任教育总长时，就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师范教育和大学令，废除了封建的“尊孔”、“忠君”的教育方针，指出“忠君与共和政
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确立了新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
其道德”。[17](P.22)颁布了“壬子（1912年）癸丑（1913年）学制”，基本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的教育体制。张謇在其任农商总长的短短三年
（1913年10月至1915年9月）之中，先后颁布了20多个关于农、林、工、渔、牧、副等方面的法制法规，如《商会法》、《权度法》、《森林
法》、《狩猎法》、《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等等，以及这些法规条例
的施行细则，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不仅使实业家们经营各企业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照章则行事，也为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实施了种种保护鼓励政策。  

  在保护政策方面：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免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势力的破坏和打击。如《矿业条例》规定：凡金、银、铜、铁、煤等经济价
值较高的一类矿产，无论是否拥有地面的土地所有权，“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只有那些经济价值较低的三类矿产
如青石、石灰石、花岗石等，才“应由地面业主自行探采，或租与他人探采”。同时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侵占中国矿权和民族资本，该条例还规定
只有“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并“证明其愿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律”，才能参与中国公司合资开采矿山，且“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
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其法人代表“须以中华民国人民充之”，而且“所有工人概用中华民国人民”。[18](P.40、41、42、54)  

  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企业，民国初年还多次发布文告，提倡国货，号召人们购用国货，抵制洋货，特别是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尤应“以公
家力量，限定购用，以重国货”。为了更好地开展保护国货，抵制洋货，民国初年农商部每年都将全国各种商品按国产、进口两类，“列表汇
登，按年编制”，以便人们对于国货与洋货对比的严峻形势一目了解，以鼓励人们抵制洋货，保护国货的爱国热情，规定对于仿制洋货的工厂
“尤应特别保护”。[19](P.273、274)同时，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国货展览会，全国有20个省区选送了10万件国货产品
参展，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1910年清朝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其“浏览人数，平均每日不下万人”，以至“参观约卖，恐后争先”，旬
日之间出售陈列品逾1/3。[20]  

  其次是激奖政策。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民国初年还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民族工商企业的规章制度，发《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海渔业奖
励条例》、《海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条例》，等等，规定对新发明新创造和首先仿制外国产品的各工矿企业和个人给予种种
专利权，对于振兴民族经济卓有贡献的各工商企业和个人则给予种种的荣誉和物质奖励。如规定扩充植棉者每亩奖励2角，改良每亩奖3角，种植
甘蔗每亩补助蔗苗款2角，肥料款6角，牧场改良羊种每次百头30元，等等。[21](P.514)  

  同时，民国政府还大力奖励出口，努力减缓对外贸易中的逆差，维护民族经济，为了帮助中国商品走出国门，扩大出口，1914年农商部曾两
次组团分别参加日本东京的大正博览会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其中大正博览会参展商品达8000余种，展厅面积达85坪（近300平方米），70余人
获纪念奖章，“于我国实业前途，良多裨益”[22](P.958)为了鼓励出口，当时民国政府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减免了一些出口商品的税
厘，以降低其成本，加强国际竞争力。1914年分别对土布、茶叶实行了免征税厘和降低出口税率。1915年又对出口草帽辫和地席实行减半征税，
对于通花边抽、通花绸中抽、通花夏布、发织髻网、蜜汗果品等五项土产品，“无论运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税”。[23]
(P.179)虽然民国初年的这些鼓励措施还很不得力，有的只是具文，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但多少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一些有利条
件，至少起到了一定的舆论作用。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这时也正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北洋军阀的军阀官僚们为
了加强其军政实力，开始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民国初年这种结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袁世凯在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家工矿业中拥有股权，冯
国璋也拥有“直隶夹山、遵化和兴隆沟三处金矿”，[24](P.117)并为开源实业公司的发起人，北洋淑兴渔业公司监察人，保定电灯公司、裕大
纺织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董事，并在大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等多家企业公司有投资。其他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
等，也无不拥有大量资本。[25]所以他们对民国初年兴起的这场“产业革命热”，和资产阶级代表们所实施的这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
策措施并不表示反对，而是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而且，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发动广大民众积极参加，也没有引起农村的大变动，但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建立，这本身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
革，在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饱受了二千多年封建统治和清朝二百多年民族歧视之苦的广大民众，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称
快，真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无不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当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产业革命”的号召以后，广大民众和实业界人士纷纷参
加，踊跃投资。民国初年这一系列的保护、鼓励的政策也更坚定了投资信心，一改以往视投资实业为“畏途”的社会风尚，而形成了一股“投资
热”。1912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电车公司时，“一日之间，集股多数，公司遂成立”。[26](P.979)辛亥革命以后，湖南长沙“几乎每天都有
新公司注册”，[27](P.849)其他“各埠公司呈请保护、注册、立案、给事等事，纷至沓来”，据统计，1912年全国开办的各大小公司达998家，
工厂达2001家之多。[28]使革命党人掀起的这场“产业革命热”很快转化为投资热潮。即使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人由于受到
袁世凯的镇压，纷纷流亡海外，有的则转入地下，但是由此而兴起的这股“投资热”，并没有停止，而是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发行动，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乘西方列强大都卷入战争无暇东顾的有利契机，获得了新的发展，直到1921年。  

                                                                         三  



  民国初年的这场“产业革命热”，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直接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虽然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呱呱坠地的时候，西方列强已成功地建立了资本主义社
会，并正在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转化，为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然而当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后，西方列
强的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结合一起，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以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后，总是
得不到健康的哺育和成长，先天发育不良，十分孱弱。在1894年前的30年之中，全国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才72家，资本总额20
90.7万多元，其中主要是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业。19家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矿企业，资本只有1620.3万多元，53家商办企业，其资本总
额才470.4万多元。[29](P.93)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即已迈开了发展步伐，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百般阻挠，到191
1年辛亥革命时止，全国新办的工矿企业也才422家，资本总额约1.3亿多元，平均每年开设工矿企业不到25家，资本总额约768万多元。[30](P.9
3)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初年，仅在农商部注册登记了的，1912-1914年7月的二年半中，新开设的工矿企业即达99家，资本总额约2455万元，平
均每年开设新式企业近40家，资本总额近1000万元。1914年以后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得以迅速发展。在1914年8月到1918年的近四
年半中，新设工矿企业即377家，资本总额约11832万元，平均每年开设工矿企业达84家，资本总额超过2692万元。欧战结束以后的二年半中（19
19年—1921年6月），西方列强仍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获得迅速发展，新设工矿企业318家，总额达17896万多元，
平均每年开设127家之多，资本总额达7158万多元。在1912年至1921年6月，总共新开设民族资本企业794家，资本总额32182.7万元。[31](P.6-1
1)此外还有不少企业没有在农商部登记注册，如果加上这些没有注册的企业，在1914-1920年间，中国近代工厂已有1759家，资本达50062万元。
[32](P.56)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集中的过程也逐步形成，先后涌现了以南通张謇为核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上海、无锡为据点的荣家企
业集团，以简明南、简玉阶兄弟为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孙多森的通阜丰资本集团。周学熙的华新企业集团，东北的双合盛企业集团，等等。
其中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在辛亥革命以前即以有900万元资本，至1921年又增资达2480余万两，纱锭总数已达16万枚，布机1300多台。[33](P.10
9)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于1905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1909年以9万元物料作价和4万元债务而重新开办。辛亥革命以后乘“产业革命”的东风
迅速发展，1915年在农商部注册时已增资达100万元，1918年扩大改组为有限公司时，又增资达500万元，1919年再次扩大改组，增资达1500万
元，10年间，资本增加了114倍以上。[34](P.4、7、10、140)随着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在这些资本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华北、江浙和
华南三大财团。  

  其次，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的两
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队伍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仅产业工人全国即已增至200万人左右。随着这两大
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其组织力量也大大加强。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宣告成立，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组
织，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继续发展，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同时，1912年也成立了中华民国工党，这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工会组
织，而是有工人、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起参加的工团组织，却表现了工人阶级开始觉醒，要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强烈愿望，并具备
了参与或组织社团的组织力量。这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不总是处在矛盾对立和斗争的地位，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他们又是对
立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斗争中，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能够走到一
起。这也说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继续发展壮大，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必须联合工人阶级一起共同奋斗。从此，不仅一些小资产
阶级激进派，逐步转而向工人阶级靠拢，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使整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跳出辛亥革命时期脱离广大工农群众，孤军奋战
的怪圈，向工农大众靠拢，将同盟会时期的旧三民主义，逐步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从而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自然，民国初年的这场“产业革命热”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松了政治斗争的警惕。自“产业革命”兴起以后，特别
是在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都一心埋头于实业，而将政权和盘托出，拱手交给了袁世凯，天真地认为“今日
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5](P.318)殊不知袁世凯的
“为人以善藏假面具著称，机诈百出，于专制君主一席思尝鼎一脔者久矣”。[36]其“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37]一
旦政权到手，便利用其政治权力，不断加强其专制独裁统治，迫走总理唐绍仪，利用军警强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内阁，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刺
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擅借“善后大借款”，直至动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残酷迫害革命党人，以致刚刚兴起的“产业革命”很快失去了革
命党人的核心领导，此后便转为实业界人士的自发的投资活动。  

  再次，在“产业革命”及其以后经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大实业界人士虽然积极响应“产业革命”的号召，以后又在“产业革命”的影响
下，积极投资工矿企业，但中国实业界人士究属资金有限，其所办各厂矿企业大都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缺乏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在1921年以
后，当西方发达国家医治了战争创伤，卷土重来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便立即处于停顿和衰落之中了。  

  最后，在“产业革命”的号召下，虽然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族资本的机器工业仍然是一
朵孱弱的小花。整个国民经济仍然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王国。民国初年各地所投资开办的有许多都是不使用原动力的手工工场。可见民国初年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资料来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03史全生(1940- )，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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